
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丁则勤

内容提要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日军

在受到百团大战的强烈打击后,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

华北的反共政策: 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

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 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 利用伪

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

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百团大战　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长期以来,笔者一向认为,百团大战是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认

识的转折点。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 3 期上曾发表过

《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一文,文中, 从日

军对中共情报工作, 对伪政权与伪军警的利用以及兵力部署的特

点等方面,分析论证了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不足问题, 并指

出:“这种认识不足, 集中表现在,日本认为共军只能打零星的、小

规模的游击战,完全没有考虑或预测到中共能集中兵力打大规模

的运动战。”

本文是《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一文

的姊妹篇。本文旨在论证, 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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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由于对中共力量认识不足,完全未

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本

文将集中论证,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如何总结了经

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

策,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

残酷“扫荡”。本文还将说明,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

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和治安强化

运动分开的写法, 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背景,这

样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　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预料

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战役开

始以前,必然有很多准备工作。侵华日军如果仔细侦察, 一定可以

得到若干重要情报。事实上,在百团大战打响以前不久, 日军确已

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据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于 1940年 10 月 13日向日本政府陆

军次官的报告,谈到在回顾百团大战以前八路军的动向征兆时说,

日军实际上已发现“八路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巧妙地转移、引诱、

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在此次袭击约一

个月前,即令很多密探进行侦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

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

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井陉煤矿附近及

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有预先警觉而逃避的”。日军还发现, 在八路军

发动袭击以前,有征集民工、搬运工具、积聚粮食等物资的动向。还

有,“在石门地区发生丢失修理铁路的工具,以及铁路仓库起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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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火灾等情况”。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最主要的战场是在正太线。在整个战役中,

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 49个团,一二九师部队先后出动 38个团;其

中,第一阶段用于攻击正太线之敌的总兵力约为 20个团。 这样

多的部队战前迅速向正太线附近运动、集结,尽管采取了许多措

施,严格保密,并封锁消息, 仍然难免为日军所注意。日军独立混成

第四旅团司令部和阳泉警备队队部都设在阳泉市内。阳泉警备队

部于 1940年 8月 20日傍晚接到密报,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 80

公里的地点驻有兵力约 2000人的共军。”“当时判断: 这股共军即

使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天没有采取紧急措施。

另外,据说在 20日白天,阳泉街上(人口约 2000人)的情况也与平

时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 

除此以外,娘子关警备队 8月 18日也接到密报, 大意说:“共军数

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胧底一带南下的意图。”!

由此看来,虽有不少情报,但是这些情报并未被日本华北方面

军和各级指挥机关看作八路军即将发动攻势的前兆而予以重视。

而且, 更加深刻的原因还在于: “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

到如此程度, 日方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

队作战能力的情报收集得很不充分。”因而,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

大战“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 日本防卫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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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编纂官赤阪更加确切地评论说:“中共军对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

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出动了大部队, 打的是运动战,所以

完全出乎日军预料。” 因此,日军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战役开始后, 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了井陉新矿和娘子关等据

点,对井陉新矿设备进行了彻底破坏。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攻占了阳

泉至榆次间日军若干重要据点。一二○师部队破击忻(县)静(乐)

公路、汾离公路及朔县至宁武间的同蒲铁路,攻克重要据点康家

会。与此同时,八路军与广大群众对平汉、德石、平绥、北宁、津浦、

白晋等主要交通线进行了破击。 随着正太路沿线的车站、据点一

个个被拔除, 晋察冀与一二九师参战部队连同游击队、民兵和人民

群众,对铁路、公路以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大破击。

关于此次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纪录中说: “盘踞华北一

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

于 1940年 8月 20日夜, 一齐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

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 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

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 使井陉煤矿等

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

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为什么日军在战前获得八路军主力部队移动的重要情报后并

未对其予以重视? 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

究所战史编纂官森松俊夫认为: 日本中央当局和中国派遣军“一贯

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以粉碎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继续抗日的

企图为目标。日本整个陆军中多年来存在着“歼灭野战军”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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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关于防共问题,从事变开始时即为悬案。起初主要对付苏

联、外蒙等共产势力,计划以蒙疆起缓冲地带作用。但是, 当逐渐认

识到症结时, 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

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 而且很不彻底。” 森松氏还认为:

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理解不够,长期

未掌握中共实际情况。还由于中共高度保密,使日方对中共的调查

研究工作极为困难。 森松评论说:“在华北方面军中,除部分有识

之士外,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在萌芽时期予以扑

灭, 以致坐视中共势力壮大起来。”“1940 年经过所谓‘百团大战’

开始觉醒”。“至1941年, 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此外,

森松俊夫还发表总结性意见说: “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

各地的兵团直到军、方面军, 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

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

二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与加紧统治华北

日本在华北地区加紧反共既与百团大战引起日军恐慌有重要

关系,也与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大形势有密切关系。

第二届近卫内阁 1940年 7月 26日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认

为:“当兹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成和

发展为基调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

大考验。”∀ 立足于德国在欧洲扩张的“良机”,日本的基本国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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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建立东亚新秩序”, 更进一步提出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

为其根本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 日本统治集团的考虑是: 要尽

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在这

种思想指导下, 1940年 11月 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

变处理纲要》。《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

1940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 使之迅速屈

服”,若不能实现, 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 务期

重庆政权之屈服”。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表示强烈不满,认为

应继续以必要的兵力投入中国方面, “力图压缩、削弱敌后方之敌

对政权及其领域, 情况允许时,相机予以摧毁”。 1940年 11月 28

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奉派返回东京向参谋本

部报告了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不满的意见。真田大佐在报告中

提出:“整理收缩兵力为作战带来严重障碍。”“当前我在华兵力:华

北 25万,华中 29万 6千,华南 16万 6千。此外, 定员外有 1万 6

千,总共 72万 8千, 航空部队共 20个中队(其中, 华北 8个中队,

华中 6个中队,华南 6个中队)。” 而“中国派遣军主张: 包括华南

方面军在内, 1941年维持 72万 8千人的现状, 1942年为 68 万,

1943年仍为 68万, 1944年为 60万”。!他还提出:“主要占领区的

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

为最差。”∀ 中国派遣军打算,“1941年度为巩固华北, 由华中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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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抽调约两个师团,以便进行彻底扫荡;对武汉方面要整理收缩江

南地区”。“如情况允许,则打通京汉线,使华中与华北联接起来,估

计可能于 1944年度以后进行”。

1940年 11月 30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

郎中佐将中央主管人员的意见告知真田,大意是:认为需要考虑在

华兵力将陆续递减。如果决心于 1941年指向南方, 势必推迟对华

问题的解决。如果形势好转,则须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以结束事变。

在 1941年不进行南方作战的情况下, 仍尽力对中国施加压力。

关于此事,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有如下回忆: “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

进退维谷的境地, 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 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

65万,因此, 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有 72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

压力,打好基础。待 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好收缩

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以上材料说明,日本参谋本部已显露出一种倾向, 即认为,趁

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应全力以赴地在中国战场奋力一战, 把所

谓的“持久战”战略推迟到 1941年夏秋之后,而在中国战场上的军

事压力重点在于华北。

在逐渐形成这种对华作战指导思想的过程中, 1940年 12月

26日,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举行会谈,确定了以

下的基本方针:“(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 不仅

要考虑南方, 尚须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二)近来

对解决事变问题, 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 但无甚效果(似指‘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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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笔者注)。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

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东条和杉山还共同决定:“当前对华作战纲

要的内容是, 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

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在 1940年底逐渐就以下问题统

一了认识:首先, 利用欧洲局势, 与德意联盟, 推行南进政策,把灭

亡中国问题作为“大东亚新秩序”的一环;其次, 逐渐压缩在中国的

兵力;第三,在华北加紧反共。

三　百团大战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实施政策

我国不少著述都说治安强化运动是冈村宁次继任华北方面军

司令之后才开始搞的。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是, 冈村是继多田骏之

后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但必须指出的是,冈村宁次是在整个日本侵

华战争期间, 反共经验最丰富、对中共力量认识最深刻并全方位调

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的日本军阀。

日本防卫厅战史编纂官赤阪幸春认为: “日本军遭受中共军

‘百团大战’的打击后, 总结教训的结果,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认

识,并反映到以后的治安措施上, 使华北治安肃正的实效空前提

高。”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的一次报告中指出:“百团

大战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荡, 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 提出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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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强化运动的方针’, 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 而致力于‘剿

共’。” 彭德怀于 1944年 8月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时也

强调指出:“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

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 继任者为冈村宁次, 提出

‘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致力

于‘剿共’。”

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 华北“治安肃正工作”到 1940年底仍未

能满意,其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

所以,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在 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

共治安战”。 

总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多田骏主持下,重新总结了对中国共

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 全力以赴,“以对共施策为重点”!,开始在

华北搞治安强化运动。从 1941年 3月到 1942年秋, 敌在华北搞了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中,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搞了三次。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搞了两次。

自第三次治运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历次治运都以日军在

太平洋战扬的暂时胜利为号召, 鼓吹“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把

“对共思想战”与“大东亚战争之下思想战”结合∀ , 全力以赴地开

展各项施策。但是, 在 1942年,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即不断出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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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进入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更明显走下坡路。加之, 从世

界范围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败局已定, 侵华日军和伪军、政、会

人员在表面奋力精进的背后,纷纷情绪低落,“大东亚战争必胜”的

招牌再也打不出来,治安强化运动也只好收场。

综观 1941、1942这两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开展的五次治安强

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的生存和发展,的确构成了

很大威胁,以致这两年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上的严重困难

时期。敌人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虽每次各有重点,但又有许多共同

之处,有前后的连续性,若全靠横向方法,一次次分别给以研究,难

免有很多重复,不易看到全貌。本文以下几个部分拟用纵的方法集

中几个方面予以观察,这样作还可便于使人对百团大战以前侵华

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与施策进行比较。

(一)百团大战后日军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

侵华日军失道寡助,且兵力不足。日本统治集团寄大期望于南

进夺取南方资源地区以迅速增强国力,希望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回

过头来“解决中国事变”。

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根据大本营下达的《昭和 16

年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在回国上奏的奏章中陈述说:“在作战

方面为使华北方面出现划时期的治安新面貌,准备从华中方面调

来第十七师团及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以便在各方面果敢地灵活进

行截击作战和加强对敌封锁;同时,努力充实我国防资源, 安定民

心,培养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笔者注)实力,和加强其政治力

量的渗透。”

日本战史学者赤阪幸春的看法是:“关于上述奏章中从华中调

出两个师团给华北的问题, 实因华北方面兵力太少。”“因此,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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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把提高华北治安作为重点施策。”

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当局也认为:“从恢复治安的进展来看,

在华北过早的减少兵力,结果部属兵力的地方减少, 造成了当前及

今后的许多困难。”“如果现在增加若干兵力,华北治安必将迅速恢

复安定。”“这种短时间增加一部兵力,还可以为将来迅速减少兵力

创造条件。”“考虑到上述各种情况,需要给华北增加三个师团,增

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

在以上这样的背景下, 1941年 2月 14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正

式下达命令, 从第十一军中抽调第三十三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 ,

从第十三军中抽调第十七师团增援华北。 

(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日本华北方面军幕僚内部在百团大战后出现过某些复杂的情

绪和心理,对日军能否抓住中国民心, 有效制止中共势力扩大,进

而将其消灭, 存在着疑问。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

谋中有人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 我军的扫荡作

战仅是将其驱散, 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

中条山会战∀ 结束后,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新到任司令官

冈村宁次要求下立即对“以往的治安肃正与建设”问题,进行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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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彻底的讨论”,并将华北按“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

治安地区”, 写出情况报告, 列出上述三种地区“治安状况标准简

表”。 (对这三种地方,中共方面分别认为是“敌占区”、“游击区”

和“根据地”。)

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治安状况标准简表》综合判断, 认为在

1941年 7月时, 日军与中共军势力深入的状况大致相等 , 即“主

要城市、交通干线及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等约占总面积的 10%为治

安地区。而约占总面积 10%为中共的中心根据地地区,是日本势

力所不能达到的。剩下的 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 其中约

60%大致是日本方面势力占优势,称之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敌华北方面军制定了肃正建设长

期(三年)计划,计划在三年中达到的目标如下表: !

治安地区 准治安地区 未治安地区

1941年 7月 10% 60% 30%

1941年(第一年度) 20% 50% 30%

1942年(第二年度) 40% 40% 20%

1943年(第三年度) 70% 20% 10%

日军在三种不同地区的施策分别为:

在治安区:从大城市直至县城及乡村, 均设有华北伪政权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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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由伪军、伪警等警备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尽可能早

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

在准治安区: 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日军的指导和支援下,

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应不断搜寻中共

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 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

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

对于未治安区:因是中共方面的根据地,所以要经常不断对之

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除、搬走、破坏其设施及军需品(即施

行“三光政策”) ,使中共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日军虽

然撤退,但应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回来也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后

不久,应派日军进驻,分散部署, 设置行政机关, 使之演变为准治安

区。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限定时间扩大日军的所谓“威力圈”,不

断采取主动进攻, 有计划地推行综合性施策, 计划在三年后, 到

1943年时, 把治安区扩大到 70%, 准治安区压缩到 20% ,未治安

区压缩到 10% ,即达到伪满洲国的状况。

(三)对中共的情报工作

关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百团大战后加强与调整对中共情报机

能方面的问题, 日本战史学者森松俊夫有一段论述: “共军百团攻

势给予日本的苦痛经验,促使情报工作者奋然而起。尔后,进行了

空前未有的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 

在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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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的业务分担表中,新设了专职主管对

共情报的参谋。 这项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华北方面军参谋

部没有专设对中共的专职参谋。所以,过去参谋部第四课(通过各

地特务机关)、宪兵队司令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中央灭共委员会

调查部等虽然各自都有正式的调查研究和情报收集工作, 可是未

能将所有的情报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和利用。这是百团大

战以前,日本在华北对共情报机能上的重要缺陷。除此之外, 日本

面对中共不断进行的地下活动, 对其实际情况的掌握,以及活动情

报的收集,也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攻

势,恰恰击中了日方在这方面的弱点。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当时

即已注意到, 也是战史专家在战后的研究中再次确认了的。

在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对第一线各兵团提出要求,让

各兵团认真总结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教训,写出书面报告, 并印

发给各有关方面。

中央灭共委员会(又称黄城事务所) , 本来是华北方面军参谋

部第二课的外围组织, 这时也将其性能予以提高,受到日本华北宪

兵司令部的大力支援, 扩大了调查研究范围。随着黄城事务所机能

的扩大,事实上已经成为华北方面军的军内机关,归方面军参谋部

领导。 

秘密刊物《剿共指南》月刊 1941年 6月 15日创刊。该刊主要

发给反共第一线的部队和政工人员。由各部队本部、特务机关、宪

兵队、国策公司掌握。编印这种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剿灭中共,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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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应正确了解敌方各项工作,为我制订剿共树策做出贡献”。 在

《剿共指南》中,载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晋察冀边区政

府组织概况”、“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条件。此外,还载有

在中原会战后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对国共关系的观察、对中共减

轻民众负担政策的调查报告、对农村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等等。

其中, “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一篇, 材料截止日期为 1941年

8月。《剿共指南》编辑人员附有如下说明:“关于组织方面的保密

工作,共方做得十分严密,特别是党组织较其它组织的保密程度更

高。因此,要材料完全可靠,殊属困难。” 从看到的华北地区中共

党组织系统概要而论,所列大部分资料,尚称准确,也有若干出入

或“不详”。不过, 对中共情况能了解到这种程度,在敌军而言是空

前的。正如敌华北方面军当局自称:“由于共方严格而巧妙的保管,

使我在收集情报方面终于未能掌握其真相。以共军‘百团大战’为

契机,方面军上下、全力以赴采取措施,始逐渐取得一些成果”。 

这段话证实, 《剿共指南》中的一部分资料, 比之过去华北方面军编

印的《战时月报资料》等情报材料的质量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敌华北方面军的军事情报部门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政、军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1941年 12

月,设立了对中共调查班。

对共调查班总部设在北平的东四北大街六条胡同甲 63号,又

称“六条公馆”。该调查班是由“黄城事务所”和“牛尾机关”两个情

报机关为基础组成的, 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六条公

馆”初时只有对共调查班,随后增设了对共宣传班,再后来,把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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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改组为调查室、情报室、宣传室、资料室、庶务室等五个室。

“六条公馆”的机关长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山崎重三郎大佐

兼任,副职为田森正少佐。“六条公馆”总部拥有成员七八十人,后

又逐渐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兵团的情报军官以及

某些学识经验丰富的人。开始时不用中国人作职员, 但有华籍翻译

数名。以后, 陆续增加华籍特工数十名。

“六条公馆”在北平有数处秘密接头地点。一处为东四北大街

五条胡同内铁匠营 3号,另一处为景山东街锅山贞亲(日共变节分

子)的公馆。 除总部外,“六条公馆”在济南、太原、石门(石家庄)

设派出支部, 配属于驻在当地的日军兵团。支部成员为 5至 10名,

必要时,由总部派人增援。 

“六条公馆”的主要业务为五项: “(一)调查敌方工作的实际情

况,分析缴获的文件; (二)研究治安对策,并作出有关献策; (三)综

合、评价送来的情报; (四)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

教育; (五)编辑发行《剿共指南》等资料。”! “六条公馆”每月还编

辑出版一种《对共调查月报》, 分送日本中央间谍情报机关和侵华

日军所属各兵团以及特务机关。∀

此外,“六条公馆”下面,尚设有一支称为“京北剿共游击支队”

的华籍武装特务队,队长单德贵,原为八路军冀东地区第十三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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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被俘后变节投敌。

百团大战后, 华北日军“全力以赴”采取的反共情报活动中还

包括破译中共密码的努力。笔者曾指出,直到百团大战结束之前,

日本军方尚不能破译中共和八路军的任何电报密码。 直到 1942

年 2月中旬至 3月,才开始破译成功一部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

部特种情报班以秋富胜次朗中佐为班长, 负责监听和破译中共密

码工作。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断努力,“自 3月( 1942年)以来,对以

冀中军区司令部为中心的电报密码破译成功,虽然是断断续续的,

但已能掌握了该司令部的动静”。 通过破译电报密码和窃听电话

等途径, 日军侦悉冀中地区八路军“各军司令部变动无常, 在同一

地点, 从不连住三天”。! 八路军各部队是否确实在日军作战地区

以内,是日本华北方面军最为关切的情况。可是,尽管侦悉了这些

动态,对冀中八路军的动静仍然“并不明确”。原因在于, 1942年“4

月 26日,因中共方面开始实行电波管制,并且变更了密码,此后就

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 而对特种情报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

了”。∀

(四)加强伪政权、伪武装

敌华北方面军三年肃正计划的要旨之一在于,在不放松日军

的控制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加强与发挥伪政权行政机关与伪军、

伪警察的作用,并力图建立和加强伪县政权以下的乡、保、甲组织。

这就是日方所谓“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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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

中,第一条就是讲的这件事。其中说: “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统筹军、

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点,而本年度尤须注意引

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

的同时,并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工作全面稳步地开展, 领导他们自动

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

为发挥伪政权在反共工作中的作用,在日军操纵下, 成立华北

防共委员会, 目的是使华北政务委员会从组织机构上集中全力从

事反共。1941年 4月,公布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拟定的华北

防共委员会组织大纲。8月 24日, 举行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典

礼”。 该机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直属机关,联合华北一切反共

力量,以加强剿共。委员长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兼任。

委员由政委会委员、各总署督办、政务厅、秘书厅厅长、新民会正副

会长及社会上“有名望”人士充任。另外,还少不了设立包括日本人

在内的顾问、专门委员若干名。该委员会为中央机关。在各省、各

特别市设立分会。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立其他必要的机关。 成立

华北防共委员会, 是为了使“政府官员亲临第一线”, 培植伪政权各

级官员的“自卫反共意识”, 并且促进基层的反共活动。

关于加强伪军,即所谓“整备中国武装团体”。1941年1月,日

方制定了《中国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其中规定,伪军当前以

协助日军保守占领地为主, 将来经整备与刷新军容, 以日军为后

盾,“独自担任治安工作,可能时,则使之协助日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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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华北治安军 1939年 10月开始第一期建军,共 3个集团,每

个集团两个团, 另有两个独立团, 共 8 个团, 1940年 9月建成, 部

署于河北和山东,协助日军守卫点线。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

后,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治安部也

改为绥靖总署。伪“治安军”改称“绥靖军”。在“百团大战”期间,

1940年 10月, 日伪仓促新成立绥靖军 14个团, 连同第一期所建

立者,共 22个团。其中新编驻于正定以北的伪军,在百团大战中遭

到了八路军的沉重打击。 1941年 10月,绥靖军又扩建了 7个步

兵团。 以上伪绥靖军共 9个集团(每个集团两个团)和 11个独立

团。以后又陆续收编投降部队,至 1942年总计有伪军 11个集团司

令部, 34个步兵团, 1个教导集团,兵员总数 37000人。 华北伪军

的总兵力比百团大战以前增加了近两倍。根据 1941年对伪军的整

顿装备计划, 日军计划使华北治安军(即绥靖军)达到 100000人以

内。! 此项计划,显然未包括县警备队系统和伪警察系统在内。

县警备队是 1940年以后,特别是治安强化运动以来迅速发展

起来的反共军事力量。兵员总数超过伪绥靖军。这是日军侵占华

北各县以后, 逐步收编旧有的县保安队及警备队而形成的。到

1941年底,总兵力已达 95000人,有步枪 79000枝,轻重机枪 230

挺,手枪 5000枝,自动步枪 400枝。平均每个县有 253人, 枪 222

枝。∀

华北的伪警察也在 1940年至 1941年间, 特别是治安强化运

·19·

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

∀ 《战史丛书( 50)·北支 治安战( 2)》,第 72页。

《战史丛书( 50)·北支 治安战( 2)》,第 71页。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 229—233页。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 231页。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 1987年

版,第 229—233页。



动开始以来, 很快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原有的组织, 并进行了改编

和“重新教育”,为日军服务。

在 1941年和 1942年, 日军对其华北占领区各大、中城市的警

察系统全部施行强化措施。对敌占区的县级警察机构, 1941年以

来也普遍予以整备和加强。到 1941年底, 华北敌占区各县警察人

数达到 69000人,其中半数配备了轻武器。平均每县有警察 144

名,枪 68枝, 由驻各县日本宪兵担任“指导”。

为加强殖民统治和侦查中共地下组织,日伪在占领区城市建

立和严密所谓“自治区”和坊、里,设区长、坊长和里长。在占领区大

中城市郊区以及各县区都严密实施大编乡制度和保甲制度,组织

保甲自卫团。例如: 1941年底,燕京道大兴县共分5个区, 127个编

乡、238个村,各村设保甲,保甲自卫团团丁共 5202人。宛平县共

分 10区, 334个编乡、439个村,保甲自卫团团丁 1543名。 农村

中,青壮年劳动力很多人都被编入自卫团之中。

(五)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起草

人岛贯武治大佐表示: “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

出如下结论: ‘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 具有明确的使

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 以扩大加

强其势力’。”“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 因而他主张:

“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 把日本占领区的民众用隔离线围绕

起来, 使之与中共脱离接触或减少接触,完全处于日军统治之下,

是使民众向日方靠拢的办法。并且是阻止共军进入日本占领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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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

自 1941年初开始,日军驱使民众在平汉铁路两侧各 10公里

地带修筑长达 1000 华里的隔离壕沟,用以切断冀中、冀南丰富的

物资向路西根据地运送的通路。 华北日军在准治安区和中共根

据地交界处, 普遍修筑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 ,或两

者并用。

为加强经济封锁, 1941年至 1942年,平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

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封锁线由石墙构成, 石墙高 2

米,底厚约1米。构筑石墙封锁线的工作量甚大。仅以井陉地区日

军中队所承担的 90公里地段而论,施工 70天, 共需 10万人。 

修墙、挖壕、建点设碉, 还有一个重要考虑, 即用这些点碉沟墙

以弥补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仅在冀中地区,“为了掩护铁路和主

要交通道路,将其两侧的隔断壕(治安壕、惠民壕)加以延长。到

( 1942年) 2月末,此种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 3900公里, 碉堡工事

约达 1300座”。! 1942年 2月以后, 日军在冀中继续推行修碉、筑

路施策。例如日军大江大队自 1942年4月自曲阳县侵驻到沙河流

域一带,负责警备地区约 350平方公里,以 4—8公里为一警备单

位,分别部署分队驻守, 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各堡垒之间以汽车公

路连接。同时在大队和中队设侦谍班,调查共军地下组织。∀ 中方

资料关于日本 1941 年以来在冀中地区修路挖沟筑碉的记述与日

方资料基本上是一致的。李健在《气壮山河的交通战》一文中记叙:

日军仅 1941年就在冀中增修公路 500余里,在铁路公路两侧挖封

·21·

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

∀ 《战史丛书( 50)·北支 治安战( 2)》,第 169—170页。

《战史丛书( 50)·北支 治安战( 2)》,第 158—159页。

《战史丛书( 50)·北支 治安战( 2)》,第 159页。

《战史丛书( 18)·北支 治安战( 1)》,第 536页。

《战史丛书( 18)·北支 治安战( 1)》,第 535—536页。



锁沟已达 6000里,筑碉 200余个;到 1942 年“五一大扫荡”前,敌

在冀中修建之点碉, 已增至 1000余个,平均 8个村庄一个, 在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铁路增加到 1700多里,公路增加到 8280

里;这时,我根据地已大大缩小。随着“五一大扫荡”, 敌寇全面推行

其“新交通政策”,对我细碎分割, 修筑铁路公路长达 1. 6万多里,

挖沟 8. 3万公里, 冀中平原被分割成 2670余小块,一时变成“抬头

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为切断我华北解放区与伪满、伪蒙疆地区的联系,并切断中国

共产党和八路军与民众的联系,日军自 1941年起,在河北、山西、

察哈尔边缘地带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在河北、热河两省边缘地带

长城两侧,疯狂推行集家并村的“人圈”政策。

在“三光政策”、“无人区”、“人圈”政策下, 1941—1942年, 冀

热辽房屋损失达 4640046间,村庄房屋被烧 10次以上的并不罕

见。 

(六)加强新民会, 开展思想战

新民会成立于 1937年 12月 24日, 其纲领标榜“于剿共灭党

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1939年 10月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行政委员长出任首任会长, 至 1939年底 1940年初, 先后在河北、

河南、山东、山西、“首都”(北平)、冀东、冀南、保定、鲁南、鲁西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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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道、都市建立中央直辖指挥部 18个, 市、县指导部 98 个。

1940年 3 月新民会与日军宣抚班合并, 其纲领有重要变化,最主

要的是不再并提“反共灭党”,而单提“实行反共”。新民会在任何时

候都不是“民众团体”, 其成立与活动也绝不反映民众的愿望, 纯粹

是日本军阀操纵下的汉奸组织。用日本有末大佐的话说, 新民会是

“军部之一翼”,“军部若兄, 新民会犹弟”。

百团大战后, 华北日军决心扩大与加强新民会, “使新民会进

一步将矛头指向剿共工作”。他们认为:“共党的地下势力是华北建

设的主要敌人。使用新民会所组织的斗争力量与其对抗最为适当,

但必须尽快加强其工作内容。”并且使新民会“逐步由县城走向农

村推进工作, 使之对共党势力采取攻势”。所以,“扩大对新民会本

身的基层组织”, 形成以新民会地方分会为核心, 依靠新民会的斗

争力量和组织力量,“驱逐共党势力”。 

1941年 5月, 在新民会中设立事务总部,致力于“强化灭共体

制”和发展农村分会。日伪千方百计把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与保甲组

织、新民合作社、乡村公所以及劳工协会有机地统一起来。早在

1940年 12月底时, 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会员人数即达 507191名。

商业分会会员人数达82978名。职业分会会员人数达 13136名。教

育分会会员达 34150名。官吏分会会员人数达 28601名。宗教分

会会员人数达 8001名。各分会会员总数有 674057名之多。!

·23·

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 伪“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1年编印《第二届全体联合会会议录》,第 28—29

页。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战史丛书( 18)·北支 治安战( 1)》,第 470页。

《新民会报》,第 72号, 1940年 8月 20日,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总务科资料室编:《回顾本年度会务工作》(《新民会报》第 48号,

1939年 12月 20日)。转引自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

第 1期。曾业英教授此文是关于新民会问题第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 12月 8

日的兵团长会议上印发了《新民会扶植大纲》与“大纲说明”,表明

“方面军竭尽全力加强扶植新民会”的方针。

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强扶植新民会, 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中共作

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中共争夺民众。为使新民会成为日军卵翼

下的“政治部队”, 与中共“争取民众”,“动员民众对中共作战”,“建

立反共势力的精神依据”, 必须通过新民会开展的所谓“思想战”,

“使民众感觉到方面军的各项方针、措施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为

此,他们策动了“普及新民精神的活动” , 即以新民会的名义, 通

过报刊、电台广播、电影话剧、宣讲班、训练所等宣传反共。

四　余　论

通过以上具体的论证, 已经充分证明: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

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

军,加强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

随着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

动日趋活跃。从1941年 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军

饷,也不现发弹药和被服等物资。从全国范围看,国共两党的关系

在 1940年秋至 1941年初, 矛盾迅速加剧。国民党当局强令新四军

撤到黄河以北,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 国民党又在 1941年

1月制造了“皖南事变”。

在百团大战以后, 八路军对日伪的斗争策略有一些变化。百团

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 然而,八路军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损失也

相当大。在百团大战中期和后期,由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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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扫荡, 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相当时间恢复。从1940年

底开始,八路军即面临不得不准备应付为自国民党方面突发的反

共局势。

面对复杂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

作出了重要的新部署。1941年 1月, 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交通战

的指示》。《指示》显然是在总结百团大战破交战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

《指示》首先明确指出: “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

既定方针”, “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 敌人守备也愈强,

结果我之交通连联[络]亦愈不便, 但某些道路(如沧石路)则因我

之坚强破袭而停修,又过去发动广大群众破路曾得极大成绩, 惟因

敌之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敌又强迫路旁居民修路,致人民昼修夜

破,不免疲劳”。在此情况下,应取如下作法:

“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

(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 在我

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

严。”

“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

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

“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 多用火药爆破(爆炸对象应多选铁桥

铁道交叉点水塔等)。”

关于军事建设,中央军委也于1941年 11月7日发出指示。文

件指出: “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

力及地区之消耗, 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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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

分散的游击战争, 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

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文件指出,必须反对悲观失望, 害怕困

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

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

文件指出:“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 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

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 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

装。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

与巩固上,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文件指出:“抗日战争与

过去国内战争不同, 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

能。”

关于军队和民兵的武器问题,文件指出:“敌后抗战的武器补

充日益困难: 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

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 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

相同) ;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 根据地财政亦日见涸竭,

故兵工生产日益不易。”文件指出:“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

注意”。“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

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在目前条件下, 兵工生产的基

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

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 以便到处与敌斗争, 以量胜质。”中

央军委特再重复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之重要性。

中央军委强调指出:“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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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

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中央军委要求: “无论将来有

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

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

一与一之比为原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 12月17日发出重要指示。在

中央指示中判断:“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

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日本对华军

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 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

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 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太平

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 英美要反

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

可能的,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

残酷。中共中央指示: “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

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准备将来反攻。”“为进行长期斗争, 准备将来

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

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

总之, 百团大战以后,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华

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反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大规模的频繁

的“扫荡”与蚕食, 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作者丁则勤, 1933 年生,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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